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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物

一、我来到力学所运筹室

我在1957年从北京大学数力系毕业

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运筹研究

组，从此开始结识了许国志先生。运筹

研究组后来应钱学森的要求又升格为运

筹研究室，许国志任副室主任，但是他

是研究室学术上的实际负责人，从中国

人民银行调过来的于志同志担任运筹室

主任。本来上面打算将运筹研究室升格

成运筹研究所，因此请来于志这位原是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的局级领

导干部。可惜后来机构不断调整，运筹

所没有升成，于志同志到七机部八院

（上海机电设计院）当党委书记、院

长。1960年中国科学院把力学所的运筹

室调整到数学所，与数学所运筹室合

并，整个合并过程由于我正在前苏联留

学不甚清楚。1963年我从前苏联留学回

来就回到合并后的数学所运筹室了，大

概由于我在前苏联的副博士论文《带调

忆许国志先生

顾基发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度员的服务系统》与排队论有关, 我被分到由越民义先生领

导的排队论组。我是合并前从力学所被派往前苏联科学院

数学所列宁格勒分所留学，师从前苏联博弈论大家沃洛比

约夫（Н. Н. Воробьев），出国留学时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方面的业务考卷应是许先生负责出题，选择运筹

学方向也是他决定的。后来我成为我国运筹学方面公派留

学生并获得运筹学专业方面第一个前苏联副博士头衔，应

该感谢许国志的推荐和培养。回忆起力学所随他共事时，

最值得追忆的是他高瞻远瞩的学术思想。他配合钱学森把

运筹室架构搭起来，在年轻人员组成方面从学科大交叉的

角度在我们五七届毕业生中选拔九个学生来组建运筹室的

基础队伍，包括三个来自北京大学数力系学应用数学的，

三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学国民经济的，三个来自电子科技

大学学电子技术的，实现数学、经济学、工程学的交叉融

合。引进搞国民经济的学生，缘于钱学森和许国志一开始

就认为运筹学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服务。他们在制

订我国十二年科技规划（1956-1967）的运筹学发展方向

时，认为应该把运筹学应用到国民经济计划中， 他们认为

资本主义国家不搞计划经济，因此不在乎把运筹学用进国

民经济计划去，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力发展运筹学。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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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搞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前苏联专家反对这

一思想，因为他们认为把数学用于国民经济是修

正主义。这一点很多年后前苏联才慢慢认可，将

数学应用于国民经济。顺便提一下，20世纪50年

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也有人反对把控制论用到

社会实践中，记得在一次我参加过的苏联科学家

们探讨控制论值不值得研究的学术报告会上，前

苏联的大数学家原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柯尔莫哥洛

夫（А. Н. Колмогоров）激动地在会上批评苏联

一些学者的偏见，他说到西方国家已经在广泛应

用控制论，而你们却还在责问为什么要研究控制

论。而钱、许两位却早就坚持自已的观点——运

筹学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服务，后来即使

力学所运筹室合并到数学所运筹室，仍旧保留有

一个经济组，这也应归功于孙克定和许国志的支

持，以及李秉全、陈锡康等的努力坚持。记得在

力学所工作时，钱学森还参加运筹室的讨论班，

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的理论。还记

得在力学所时他们要求我们这些搞非经济学科的

人要学政治经济学。而引进搞电子技术的学生，

缘于他们希望在运筹学研究中应用先进的电子技

术搞仿真模拟，可惜力学所运筹室调整到数学所

后，这些搞电子技术的研究人员实在适应不了数

学所过分重视数学的研究氛围, 后来主动要求调到

中科院自动化所去了，但是搞数学和经济的留下

了，并为我国运筹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许先生等对运筹学的理解

许国志先生在运筹学研究中起的作用，首先

是搭建力学所运筹室的学术组织架构以及人员的

引进和培养。钱学森和他最早一起引进了周华章

先生（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当时

周先生在国内推广运筹学和数理统计在工业与经

济中的应用，带着陈钖康和笔者搞运筹学和数理

统计的应用。钱学森和许国志又引进了搞工业质

量控制的刘源张，后来董泽清、严擎宇、王淑君

跟着刘源张做研究；引进搞优化的桂湘云先生，

后来着重研究动态规划，应玫茜、赖炎连、陈光

亚、魏权龄等跟着她做。周、刘、桂三人都是从

美国回来投身运筹学事业的创建，刘源张后来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被

称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桂湘云曾是中国运筹学

会的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关于周华章先生这里

多讲几句, 钱学森和许国志计划从清华大学电机

系分出自动控制系，并在下面筹建运筹学专业，

教学大纲和课程由许国志设计，而教学工作则由

周华章负责，周华章是钱学森和许国志从清华大

学请到力学所来的运筹组兼职教授。在周的筹划

下，清华大学新成立了运筹一、运筹二两个班, 这

也许是全世界最早的运筹学本科班级了。美国著

名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

教授是周华章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马尔沙克曾是

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周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

士论文过程中曾得到芝加哥大学四位经济学大师

的指导和帮助，他们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米尔

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国家科学

院士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诺贝尔经

济奖获奖者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pmans）, 

库 普 曼 斯 曾 将 线 性 规 划 用 于 经 济 分 析 ； 劳 埃

德·梅茨勒（Lloyd Metzler）教授，梅茨勒推动

了凯恩格斯理论体系的进步和发展。文化大革命

中周华章（1917-1968）不幸在清华去世，笔者十

分怀念他[1, 2]。钱学森、许国志、周华章和刘源

张等, 对外注重普及工作，将运筹学引入广大民

众与专家中。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开始

在大陆曾被释为“运用研究”、“运用学”，在

台湾释为“作业研究”，在日本没有找到汉释名

最后用片假名“オペレーションズ·リサーチ”

一拼了事，然后在大陆，钱学森、许国志、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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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藤次郎在《オペレーションズ·リサーチ

入门》提到中国的运筹学译名（运筹学 ）的出处[3]

章等前辈们反复讨论后，借用“古代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出

自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中

“ 运 筹 ” 两 个 字 作 为 译 名 ， 而 取 这

个译名另一重更先进的含义就是20世

纪40年代的运筹学是从现有设备的合

理运用开始的，但是进入20世纪50、

60年代他们认为运筹学更应考虑未来

设备和经济等的设计和筹划，因此放

上“筹”字确实附合国际潮流，并且

超过某些国际同行的理解。记得1975

年我国运筹学代表团第一次赴日本参

加国际运筹学会议，会后代表团拜访

了日本运筹学会和一些大学，由于日

本学者懂得汉字，他们为这个“运筹

学”译名叫好。日本运筹学界元老日

本运筹学会副会长，东京大学的近藤

次郎教授后来在他写的“オペレーシ

ョンズ·リサーチ入门”一书[3]第一

章 介 绍 运 筹 学 历 史 时 专 门 介 绍 了 苏

联用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пераций、法国

用Recherche Opérationnelle等运筹学

（Operations Research）的译名基本

上是从英文名词的直译，其中特别提到中国的

（Operations Research）译名（运筹学 ）甚好，还

为之配图（见图1）。在他书中提到中国注意运

筹学的宣传与普及，说《运筹学》一书出版刊印

了15万册(此书由许国志、笔者等以中国科学院数

学研究所运筹室名义在科学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 

（见图2）[4]，实际上该书更早由许国志, 刘源张等

组织编写在1963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见图

3）[5]。而中国最早出版的运筹学普及书, 可以追

溯到由许国志等运筹学的最早倡导者们写的《一

门崭新的科学——运筹学》（由中国科学院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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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运筹学组著，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在1958年

出版，印数有1万2千册） （见图4）[6]，内容非

常生动有趣。许国志更早介绍运筹学（当时还用

“运用学”）的文章可参见[7]。顺便指出在许国

志的支持下由留苏回国后分配到运筹室的甘兆煦

翻译的康托洛维奇（Л. В. Канторович）著《生

产组织与计划中的数学方法》（科学出版社，

1959）也出版了（图5）。原书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планировн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是1939年列宁格勒大学出版[8], 有意思的是作为前

苏联数学家的康托洛维奇院士，后来因为这方面

的研究在经济中的应用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这

也可见许先生等慧眼识人。作为解线性规划的算

法康托洛维奇提出的解乘数法也早于美国丹茨格

（Dantzig）的单纯形法，后来丹茨格本人也承

认。由此可见许国志先生对我国运筹学的创建和

普及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他不仅吸取来自英、 

美的输入，而且也注意来自前苏联的动向，在他

支持下先后派了笔者和陈锡康赴前苏联留学，还

鼓励从前苏联博弈论大家沃洛比约夫那儿进修回

来的施闺芳坚持博奕论研究方向。

顺便指出，中国运筹学发展史中第一个典范

案例，是我国特有的求解运输问题的“图上作业

法”。该法由中国粮食调运部门的职工提出来而

在日常铁路粮食调运中实际应用，而作为一种运

筹学中运输问题的解法是由桂湘云和冦淼在大跃

进期间下去搞运筹学的应用时在粮食调运部门发

现的，这个解法只要求方案中遵循两条原则：不

出现迂回和对流。后来大家称之为图上作业法，

而它数学上的严格证明则是由数学所万哲先、越

民义等一批老师通过社会主义大协作方式在一周

左右日夜连轴奋战而给出的。这也算是我们中国

运筹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其实从实践中发现的新

运筹问题和解法不止一个图上作业法。许国志对

运筹学在铁道工作中的应用特别青睐，他曾在运

筹室专门设了一个铁道组，从搞铁路运输的学

图2   《运筹学》，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运筹室1973[4] 图3   许国志、刘源张编著《运筹学》1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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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一门崭新的科学——运筹学》1958[4] 图5    康脱洛维奇《生产组织与计划中

的数学方法》1939[5]

校中调来顾宝光、韩鋒等参加这个组，可惜后来

也被解散了。但是文革后期许国志、朱永津、马

仲蕃、裘宗沪等同志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铁道编

组站李国风调车法，认为是个很好的运筹学应用

问题，便派朱永津、马仲蕃与蔡茂诚赴东北齐齐

哈尔访问李国风，了解学习具体的调车经验，并

就便到哈尔滨车站调研，后又派马仲蕃与裘宗沪

到北京近郊的廊坊车站与丰台车站蹲点，深入了

解学习实际的编组调车方法；另外还请了包头铁

道运输学校的刘德周来介绍他学习研究李国风调

车法的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运筹学在

铁路运输中的研究问题，不过现场使用的是李国

风调车法，齐齐哈尔铁路局李国风长期负责铁路

上火车头的调运工作，这个调车法是李国风多年

的经验总结, 铁道部曾在1964年明令在全国铁路

系统上推广这一方法。方法是手工操作，针对出

现的一些常见情况，讲明遵循一定的规则如何处

理，方法自然不够完备，也不能保证达到最优的

目标，更缺乏严格的数学分析。许国志他们通过

深入学习研究，把铁道编组调车问题形成数学模

型，变成数列的最优分解排序问题，要求通过最

少的（子）序列分解，使得给定的序列有序。他

们最后整理完成了这个调车法的数学理论，给出

快速有效的算法，发现居然与著名的广义斐波那

契序列有关[9]。他们这项工作对国内铁道调车问题

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更可贵的是他们

编出的程序在一台美藉华人送给数学所的台式计

算机Wang 520上实现了，其实当时这台计算机十

分简陋，内存小、功能差、输入费时和打印效果

差（图6）。附带的打印设备，就像早期商场POS

机打出的结果，只是还要简单, 由于存储限制编程

花费了更多精力。当时课题组是自带这台计算机

住在丰台车站现场进行调车演示, 编出的程序确实

可以用于调车。遗憾的是当时丰台编车站肯定了

课题组工作的有效性，只是要求留下这台计算机

供他们使用，由于当时数学所自已也要使用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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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台式计算机Wang 520

计算机而没有留下，工作只好告一段落。

许国志也很注意运筹学在钢铁工业中应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曾带队去鞍山钢铁公司进

行调查研究。当时数学所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研究

队伍赴鞍山钢铁公司进行运筹学和其他数学方法

在钢铁工业中的应用工作。记得研究队伍中年长

的有越民义、桂湘云、顾基发等，年轻的有李邦

河、曹晋华、任南衡等。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许国志又组织蔡茂诚、刘振宏与杨晓光等带领学

生研究运筹学在炼钢自动化中的应用项目——上

海宝山钢铁公司的炼钢自动化。炼钢炉每天冶炼

多种规格的钢材，每种钢材有特定的工艺要求，

需要特定的加工设备，冶炼好的钢水最后送到连

铸机铸成钢板。要求安排生产的钢材在各加工设

备的加工时间，使得炼好的钢水在指定的时间

区间内送到连铸机前进行浇铸，到达时间不能太

早，不然钢水冷却凝固无法浇铸，到达时间更不

能晚，连铸机不许断铸。前后用了三年多时间，

搞了两期项目，他们长时间住在宝钢，现场学习

工人师傅的调度工作经验，应用工件加工排序理

论与算法，编成计算机程序，能够合理解决正常

情况的炼钢排序问题。但是项目需要对工作现场

实时监控，及时收集传输多种信息，项目还需要

智能化地处理一些突发事件异常情况，需要实时

的信息采集设备。当时缺乏这些必需的条件，致

使这项研究只能是阶段性的成果，后来宝钢和东

北大学合作，将这一工作深入完善，取得了骄人

的应用效果。

三、和钱学森一起提出“系统工程”

关于钱学森、许国志和王寿云1978年在文汇

报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10]，

该文是中国系统工程界公认的重要文献, 说明许国

志也是我国系统工程的推动者， 其实在编写这篇

文章时，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曾整理了钱

学森和许国志两人来往通信讨论的文档，证明他

们的密切交流（图7, 图8），图8见 [11]。

钱学森先生转李耀滋先生的信：

请国志同志阅。这是李耀滋先生的意见，你

意何如？请示知。钱学森1978.11.19 

学森兄：收到你主稿的那篇“组织管理的技

术——系统工程”一文已经仔细读完，内容丰

富，把近三十年欧美在这方面的研究全盘收尽，

一目了然。对于你们的提案要设立很多大学专攻

这门“事理”。我的初步反应则以为这类研究在

欧美已经有点强弩之末的现象，为什么要在国内

大搞？多想一会儿倒不觉得在国外搞不通的事理

未必不能在国内搞通，环境究竟完全不同，正可

出奇制胜。我的初想是以为在组织管理的技术方

面的各种问题中除了“事理”之外必须要“人

理”。譬如各级人员的“Motivation”（主观能

动性）？如何发挥是样很重要的条件，而这问题

却似乎不包括在目前的系统工程范围之内。继续

想下则觉得每门学问的实用范围都有一定限制，

却也随着进步而改变。目前国内为提高各种事业

的效率必可突飞猛进。在这种进度的环境之下

Motivation该算作“人理”。可是等到“事理”研

究得很精通之后, 则“人理”也该可以和“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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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钱学森手写发表文章前后过程的“大事记” [11] 图8   李耀滋给钱学森的信[11]

一总筹划，变成科学之一枝。为此，让我遥祝你

们各种事业都能有大大的进度。

耀滋上 

十一月三日

我在国内时托你转呈的提案如要我去作的话

请示知 又及

文 汇 报 这 篇 文 章 的 发 表 很 有 历 史 意 义 ：      

1、把国际上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等统一

起来，形成一个强调“组织管理”的系统工程，

这是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系统工程，而在西方的

系统工程更多强调其工程应用方面；2、强调“物

理、事理”，文中曾提到“相对于处理物质运动

的物理，运筹学也可以叫做事理”。后来许国志

先生进一步发表了《论事理》[12]（图9），讲清

了事理研究的内容。再后来许先生告诉我钱学

森写信给美国工程院院士、系统工程专家李耀

滋先生，提到钱、许他们对系统工程的理解中

强调物理和事理，李先生回信表示同意，并建

议除了“事理”之外，还须“人理”，他用英

文motivation表示人理，亦作主观能动性（图8）
[11]，这也是后来笔者提出“物理-事理-人理系统

方法论”最早的源头[13]。

在创建中国的系统工程事业时, 在20世纪70

年代末许先生曾发过宏愿：建立一个所，一个学

会，一个杂志，一个系，后来都实现了，这就是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1979年10月），中国系

统工程学会（1979年12月），《系统工程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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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1981年3月），国防科技大学七

系（系统工程和应用数学）, 当然这不全

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但他是当之无愧的

实现这个宏愿的重要贡献者之一。20世

纪80年代晚期许国志又参与筹建了中国

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

室（1988年5月），该室是中国运筹学、

系统工程、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知

识科学和应用数学的主要研究基地和高

级人才培养基地之一。许国志曾担任重

点实验室的首任主任, 后期他把工作重

点和办公室都放在这个实验室。这个实

验室力行学科交叉，注意为国民经济服

务，同时注意先进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

应用。两大全国性一级学会中国系统工

程学会和中国运筹学会的理事长、秘书

长，都是由实验室成员分别担任，体现

出实验室在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领导地

位。近年来在许国志先生的学生汪寿

阳、杨晓光等的带领下，这个实验室在支持国家宏观经济

决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提出“大学”中的系统方法，中国本土朴素

的系统方法论

1997年第三届英国-中国-日本系统方法论学术讨论

会召开前，英国朱志昌请许国志写一个序，他的英文序

就名为“大学”中的系统方法(On the System Approach in 

“Great Learning”)[14]。序中提到中国古时小学念的是《四

书》,《五经》。《四书》中第一本就是《大学》，《大

学》里介绍思考方法和写作风格的系统方法。《大学》中

开头就强调学会开发智慧和做人要善，要学会寻找新的，

放弃旧的，最终达到善和正确。接着就教育人们要找到正

确的方向。有了正确方向使人心静，心静了人就平和，

平和了才能去思考问题，问题考虑清了就能找到正解。这

是教人如何行为的系统的方法。书中说每个客观对象总有

图9   许国志，论事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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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和枝节。每个活动总有其始和终。知道什么

事应先做，什么事后做，这就接近做事的正确方

法。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朴素的方法论。书的第

四章认为一个伟人就应做到修身、齐家、治国，

用智和善去平天下[15]。这也是使中国社会有序的

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最后他作了一首诗来结束

全文：

渊源文化各西东，系统还原大不同。

莫道山中多异景，应知云外有苍松。

眼前睫在犹难见，室里兰香嗅久穷。

相约置身天半处，纵观低壑与高峰。

这篇序和这首诗教导了我们，我们自古有自

己很朴素的精彩的系统方法论，不能外国货一来

就冷落了自已的国粹。钱学森和许国志一直尊重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希望我们中国有自己的

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学派。

五、许国志先生的人格魅力：海纳百川

许国志先生胸怀宽广，学识渊博，博古通

今，学贯中西而又平易近人。与人交往总能找到

都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熟悉的一些各具特色的数

学大家都与许先生是很要好的朋友。国外的，例

如英国的图论大家的W. Tutte，典型的英国绅士；

号称组合优化之父的J. Edmonds，则是典型的特

立独行的美国自由风格，离散数学杂志主编 P. 

Hammer；日本的运筹学家三根久，他和他的学生

都很亲华，他每次来华必与许国志亲密交谈；荷

兰运筹学家J. K. Lenstra等等；国内的就更多了，

钱学森先生自不待言，关肇直和吴文俊是与他同

创系统科学研究所的战友，中国图论学科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华中师范大学的李修睦，山东大学

的谢力同，山东师范大学的管梅谷，曲阜师范大

学的邵品忠、章志敏、王长钰等。与同行同事讲

到许国志先生，他们无不敬佩许先生的人格魅

力，与先生见面交谈如沐春风，是一种享受。在

系统科学研究所内和系统工程学会中更有一大批

老老小小的朋友，知音和学生恕不一一点名了。

许国志先生对青年学生更是循循善诱，善于

因材施教，关怀备至，寄托很大的希望。许国志

先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运筹学和系统科

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其中有许多在国内外都有很

大的影响。本文编写中得到了蔡茂诚、杨晓光的

帮助，特此致谢！由于年代已久，有些人名已记

不起来，不妥之处，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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